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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未必是衝突的兩難對立，而是彼此相互依存的競值關係；另外，競值架構各

向度之兼容並蓄(both/and)、動態平衡觀點，對我國高等教育之評鑑國際化指標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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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知識經濟、競爭激烈的世紀，為了維持、確保高等教育的品

質與水準，及全面提昇台灣各大學在全球高等教育的競爭力，教育部委託「社團法

人台灣評鑑協會」進行「大學校務評鑑」（教育部，2004），其中評比的「國際化

程度」，備受矚目。「國際化」被認為是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之一，而高等

教育國際化的反應與結果，係來自於社會與經濟的國際化（Larsen, Nielson, &

Vincent-Lancrin, 2004a ）。無論是為了加強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 mutual

understanding），網羅各國精英的專業人才移民（skilled migration），增加收入的營

利取向（revenue-generating approach），抑或符應人民需求之國家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Larsen, Nielson, & Vincent-Lancrin, 2004b），都成為各國高等教育致力

於跨國教育，促進國際化，以提昇競爭力的理由。

隨著評鑑報告出爐，對於大學評鑑的爭議，也引起學界諸多討論。茲以國際化

程度為例，令人質疑的是，這些評鑑指標能否評量高等教育國際化？換言之，大學

國際化程度之評鑑是真評鑑嗎？是否達成改善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功能？評鑑結果能

不能促進校園的國際化？此為本文析論重點之其一。

就評鑑的目的言，可歸納為二種導向：一為品質改善導向，即協助大學自我改

善其教育品質；二則為績效責任導向，即促使大學符合其績效責任的需求，作為經

費補助的參考（王保進，2005）。弔詭的是，根據各主要國家高等教育評鑑實務之經

驗顯示，績效責任與品質改善這二個目的，通常是互相衝突的，很難在同一次評鑑

活動中同時達成。「因此，在規劃大學評鑑時，對評鑑目的而言，究竟是強調績效？

或是品質改善？此是個兩難的議題嗎？」（王保進，2005，頁18）

提昇國際化教育品質，是各大學組織效能之一環，自競值架構的觀點，國際化

程度之「品質」與「績效」，有沒有可能「兼容並蓄」（both/and），互為評鑑目的之

表裡？此為本文論述重點之其二。

綜上所述，本文擬聚焦於大學國際化程度，先探討大學國際化評鑑指標透露之

問題，繼而以競值架構分析高等教育國際化績效與品質之關係；最後則揭櫫競值架

構對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之啟示，以做為未來建構國際化評鑑指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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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競值架構的基本概念

競值架構（The 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簡稱 CVF）最初的發展，係為了

解組織效能，其重點聚焦於組織外顯或內隱各面向間競爭之張力與衝突。之所以稱

為「競值架構」，乃因為這些面向似乎帶有衝突的訊息，吾人既想要組織具調適與彈

性，但也希望它們可穩定與掌控；我們一方面致力於成長、獲得資源與尋求外部支

持，但也不能不重視內部嚴密的知識管理與正式溝通；我們不僅強調人際關係的價

值，也強調計畫與目標的設定（Quinn, 1988）。這些面向、價值與假定在我們的意念

中，往往是互相對立的，有時認為它們彼此互不相同，甚至有時也認為它們有互相

排斥的傾向。然而，它們是組織不同的焦點（重視內部與外部）、結構偏好（穩定控

制與變革彈性）和重要的過程與結果（Al-Khalifa & Aspinwall, 2001）。競值架構在

組織效能的運用，範圍從領導發展到組織變革，甚至進一步延伸，探討組織的文化。

Quinn（1988）之競值架構，運用縱軸之分權與集權、橫軸之內在與外在兩個向

度，作為組織運作的方式，進而建構一個包括四組看似矛盾對立而實則兼容並蓄的

模式，分別為：開放系統模式（open systems model）、人際關係模式（human relations

model）、內部歷程模式（internal process model）、與理性目標模式（rational goal

model）。每一組相對模式（開放系統與內部歷程模之間、人際關係與理性目標模式

之間），存在著彼此看似相斥實則兼容並蓄之弔詭（paradox）關係（詳圖 1）。

圖 1 顯示，競值架構垂直與水平之二條軸線構成了四個象限。縱軸的範圍從彈

性到控制，橫軸的焦點則從內部到外部。此架構的每一個象限，均代表此組織理論

的主要模式。人際關係模式，主要趨向人員對組織的承諾，包含人力資源發展、凝

聚力與士氣等二個面向；而開放系統模式，主要趨向組織的擴張與外部環境的因應，

包含調適準備與資源取得二個面向；內部歷程模式，主要趨向組織內部規章制度的

強化與持續，包含資訊管理與穩定控制二個面向；理性目標模式，主要趨向產出之

最大化，包含生產力與目標設定二個面向。而 Quinn 與 Rohrbaugh （1983）之分析

指出，「品質面向」無法僅屬於組織之單一特定模式，並認為該面向為整個組織中最

重要的元素，因此應置於競值架構之中心。

促進國際化，為高等教育機構整體組織效能之一環，涵蓋了資源取得、外部環

境的調適與準備、人力資源的發展、士氣的凝聚、內部資訊管理與溝通、規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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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穩定控制、計畫目標的設定、績效生產力等面向，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品質，涉

及整體與全面性，不屬於任何單一面向。換言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品質，包含了

國際化績效的展現，但國際化績效的量化數據，不能全然等同於國際化之品質。

圖 1 競值架構詮釋組織效能之面向
資料來源：“A Behaviorally Anchored Ration Scales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Self-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 by J.S. Pounder, 2000,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5(2), 172.

二、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之評鑑指標

為了全面提昇台灣各大學在全球高等教育的競爭力，教育部委由社團法人台灣

評鑑協會對全國一般大學校院、師範校院、體育學院、軍警校院等 76 所大學校院所，

進行校務評鑑，透過質性與量化指標，衡鑑各大學之「國際化程度」，茲羅列其分項

指標如下（教育部，2004）：

品質

人際關係模式 開放系統模式

內部歷程模式 理性目標模式

外部內部

控制

彈性

調適－準備

成長－資源取得

資訊管理－溝通

穩定－控制

生產力－效率

計畫－目標設定

凝聚力－士氣

人力資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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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質性指標：

1. 吸引外籍生來校攻讀學位之相關措施與成效。

2. 提升學生外語能力之相關措施，要求學生通過中級英檢或相關考試之規定

及目前學生通過情形。

3. 近五年內交換學生人數（含來台及前往國外之學生）及辦理情形。

4. 推動及改善英語或外語授課相關措施與成效（含聘任外籍教授任課情形）。

5. 專任教師受聘赴國外講學或研究情形。

6. 外籍學者來訪情形。

7. 與其他國家締結姐妹校的情形及互動成果。

8. 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或赴國外大學實驗室做短期進修或研究情形。

9.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國際中大型運動賽會、國際藝文活動等情形。

10. 教師參與重要國際學術活動或擔任國際學術團體職位之情況。

11. 學校各學院系所參加或申請加入國際性學院系所組織情形。

（二）量化指標：

1. 全校招收外國學生之比例：

即外國學生人數（不含華語學習學生）佔全校學生總人數之百分比。

2. 全校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之比例：

即全校開設全英語授課之課程數佔全校課程總數之百分比。

3. 全校學生通過中級英文檢定等級考試之比例：

在校學生參加中級英文檢定等級考試之通過人數佔學生總人數之百分比

（含與中級英文檢定相同等級考試之英文檢定，如電腦托福測驗、劍橋大

學英語能力認證、外語能力測驗、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國際英語測試、

多益測驗、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測驗…等等）。

4. 全校外籍教師比例：

即外籍教師總人數佔全校專任教師總人數之百分比（外籍教師係指不持有

中華民國護照者）。

5. 全校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國際期刊 SCI、SSCI、AHCI 之論文數。

6. 全校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國外發表研討會論文：對外公開徵稿並有審稿制度

之研討會論文。

7. 全校國際合作計畫件數：與國際單位（含大陸地區）合作計畫之總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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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值架構與高等教育評鑑指標之關係

應用Quinn與Rohrbaugh（1983）提出之競值架構於學校的研究，研究者蒐集之

國內文獻有六篇，範圍自國民教育至高等教育。

吳勁甫（2003）、黃馨慧（2006）先後探討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

效能之關係。研究結果均顯示，校長在開放系統、人際關係、內部歷程及理性目標

等四個領導行為面向之表現愈佳，學校效能亦愈高。進言之，四個向度之表現「均

衝並重」，有助於提昇學校效能。

林淑芬（2001）及羅錦財（2001）則以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探討校長領導與

學校組織文化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凝聚共識文化（人際關係模式）、成長調適

文化（開放系統模式）、理性主導文化（理性目標模式）及層級節制文化（內部歷

程模式）等四種類型的組織文化，都有其價值性與必要性，相互間沒有孰是孰非或

何者較優、何者較劣的情形，組織中總是蘊含矛盾吊詭的現象，故應重視結構發展

的「均衡」。

鄭彩鳳（1996）則探討高中職校長領導行為、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競值途徑之原始架構在我國高中職校長領導角色、學校組織文化與

組織效能上部分趨同、部分趨異，且趨同與趨異之程度與學校組織效能之高低有密

切關係。

高等教育部份，孫瑞霙（2002）曾以台灣地區技術學院為例，探討競值架構下

領導型態、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之研究。研究結果驗證了競值架構中最重要的「均

衡」概念，管理者應在一組相互矛盾的正向價值中取得均衡，避免盲目追求單一價

值，而產生負向的效應，當兩種對立的價值截然劃分，而其中之一受到過度重視時，

管理者擅長的角色便會轉變成組織的負債而非資產。

此研究亦指出了目前技術學院校長領導型態偏重於「目標取向」與「穩健保守」，

學校組織多屬「層級型」文化，組織效能指標以「穩定控制」表現最佳。國內現行

的教育體制，引導技術學院對學校的管理落入數字的迷思中，偏重文件資訊的管理，

舉凡教師的考評、學校的績效，均以可茲衡量的數據資料做為依據，學校領導者普

遍將焦點置於學校內部事務上，而忽略了人力資源的潛能以及學校整體的彈性適應

與創新發展。競值理論架構正可提供學校領導階層不同的領導理念與思惟，提昇其

思考層次。技術學院應積極營造多元價值觀的組織文化，才能獲致優越且全面性的

組織效能。

國外競值架構與高等教育之實徵研究，Cameron（1999）指出，學校同時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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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變革以及穩定控制之組織文化，其組織效能最高。

應用競值架構分析高等教育評鑑指標，並非史無前例。Pounder（2000）認為不

同的認可機構所提出的評鑑指標，往往忽略了全面性，故運用競值架構的模式，以

整合、全面性的效能標準，為香港高等教育機構發展組織效能自我評比量表

（self-rating scales）。從競值架構的觀點可知，高等教育之品質，涵蓋了開放系統、

人際關係、內在歷程與理性目標四個模式，其內容包括調適準備、資源取得、人力

資源發展、凝聚力與士氣、資訊管理和溝通、穩定控制、生產力與效率、計畫設定

的目標等，是八個面向全面性的組合。

綜觀高等教育國際化之十一項質性與七項量化指標，強調的重點包括招收外籍

學生、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各校規劃英語授課、高等教育學生外語能力的提升、教

師發表於國際期刊SCI、SSCI、AHCI論文數等的向度。就「均衡」與「兼容並蓄」

之概念言，這些評鑑指標值得進一步省思的問題是：此國際化程度評鑑是「真評鑑」

嗎？能否達到評鑑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功能？評鑑結果能否促進校園國際化的推動？

另外，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評鑑的目的，究竟是為了評量各校推動國際化的「績

效」？還是為了提昇各大學國際化的「品質」？「有些學者認為國際化品質與績效

二者，通常在教育評鑑的目的上，是互相衝突的」（王保進，2005，頁18）。自競值

架構之觀點，二者一定是對立的關係嗎？茲進一步分析與討論。

參、分析與討論

一、大學國際化評鑑指標透露之問題

蕭霖（2004）認為教育評鑑的結果是否為行政人員所採用，是教育評鑑的重點，

一般教育評鑑的問題主要有三：教育評鑑是真評鑑嗎？評鑑的功能是否達成？校務

評鑑促進或是妨礙校務推動？

若非真評鑑，純粹為了評鑑而評鑑，甚至為了評鑑而衍生出許多衝突對立，不

但無法達成評鑑功能，難以促進校務推動，更失去了原先校務評鑑制度的美意。高

等教育國際化，一向與全球化、歐洲化的議題，形成持續性的爭議，尤其在學術自

主的大學校園中，反應甚至兩極。茲檢視大學國際化評鑑指標，所呈現的問題：

（一）國際化程度之評鑑是真評鑑嗎？

真評鑑的過程，需具有方法論的基礎，而評鑑的結果能做為決定、選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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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評定的準據（蕭霖，2004）。大學國際化之程度，在機構外涉及留學國與母國之政

治與政策、經濟、社會、文化整體大環境的脈絡，而在機構內則與行政和教師對國

際化之認知及投入有關。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指標，評定各個歷史不同，特色不同，

文化不同，資源分配不同的大學，而依評鑑結果做為「決定、選擇、改進或評定的

準據」目的，顯然問題重重。黃政傑（2003）指出，大學評鑑指標不外由背景、輸

入、過程、產出四個面向來看。以國際化為例，在背景指標方面，性質不同、規模

不同、新舊型不同的大學，其中之弱勢者在評鑑中自然表現不佳；在輸入指標上，

教育資源有別，每年獲得較多補助經費的大學，本就應表現較好，依評鑑結果直接

或間接主導專案預算的分配（例五年五百億之經費分配），只會讓強者愈強，而弱者

愈弱；過程指標在評鑑時很重要，但時間有限，無法細察各校運作情形之缺憾，自

不待言，而一所大學國際化的程度，又豈能憑書面資料、短暫停留的觀察而有定論？

在產出指標上，什麼最適合代表校園國際化的績效？是外籍生的數量多寡嗎？這些

「外國學生」的定義，還要區分是不是來台攻讀學位的學生，根據國際化程度量化

指標的規定，「不含華語學習學生」，顯然，來台學習華語的外國學生，雖然有助校

園國際化，但卻不能做為國際化的指標－這樣的邏輯能不能真正評鑑出高等教育之

國際化？

再者，通過全民英檢的學生人數能不能代表一所大學的國際化？如果這樣的說

法成立，那「國際化」是不是可以等同於「英語化」？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依據這樣的指標，做出評鑑報告，普遍性地建議各校「增加外籍生數量」，「提高全

民英檢的通過率」，就大學機構而言，先天體質不同、所獲資源不同、對國際化認知

也不盡相同，將從何改進起？

國際化評鑑的結果若無法做為決定、選擇、改進或評定的準據，自無法定位為

「真評鑑」。

（二）是否達成改善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功能？

教育評鑑猶如人體的健康檢查一樣，主要有兩種功能，一是證明（to prove）的

功能：了解學校的運作情形及其表現；另一是改進（to improve）的功能：幫助學校

改善其運作缺失（蕭霖，2004）。而以大學「國際化程度」為例，評鑑「國際化」的

功能，一為了解國際化在大學校園的運作情形及其成果表現，二則為協助國際化程

度較弱的學校提供借鏡與觀摩，藉以改善其推展國際化教育的缺失。

然而，對於國際化的定義、了解、目的、承諾、使命與策略等皆曖昧不清，因

此對「高等教育國際化」不同的理解，所持的意識形態不同，如何推展大學校園國

際化的實務也不盡相同（Stier, 2004）。對某些人而言，高等教育之「國際化」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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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對傳統學習承諾的延伸，也是一種知識的交換，相對的，也有人認為國際化是對

外部市場機會創新的回應（Yang, 2002）。「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等不等

同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或「歐洲化」（Europeanization）？是「國際化」或

「再國際化」（re-internationalization）（Teichler, 2004）？這些英語霸權的爭議在組

織內部成員未取得基本的共識之前，對於促進校園國際化之種種作為與投注的人力

物力資源，恐將只會淪為各持己見之兩造不斷的拉鋸。「對於如何進步沒有一點瞭

解，評鑑便沒有抓住要點」（黃藿，1999，頁3），以全英語授課為例，有些學者極力

推展，樂觀其成，視此為降低語言隔閡、增進文化理解、促進國際化之必要作法；

但也有人大力反對，認為那是西方文化的宰制，視英語為後殖民社會的壓迫工具，

以2004年9月香港明報關於香港中文大學之刊載為例：為促進國際化，該校決議大部

分核心課程將轉以英語授課，此事引起一群中文大學的學生和校友，共同發起「哭

中大」的聯署，抗議校方改寫中大有史以來最珍貴的兩文三語政策，此事在校園中

引起軒然大波。全英語授課，究竟是否全然有益於校園國際化？對學科內容一知半

解，還要在聽與說方面下功夫，對在地的學生而言，提昇國際觀了嗎？會不會因語

言的障礙而造成知識淺化的問題？或避之唯恐不及，讓學生不敢修全英語課程？英

語授課科目的多寡，到底能不能達到評鑑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功能？再以教師發表於

國際期刊SCI、SSCI、AHCI論文數的績效為例，有人認為那是使本土的學術研究得

到更大確認、獲得更大發展的媒介（管中閔，2003），但仍有多數學者持反對與不敢

苟同的看法，甚至大加撻伐－遺憾業界期刊，竟宰制學術殿堂至此，發表於SCI、

SSCI、AHCI論文數多，代表學術地位與品質較高，顯示大學較國際化，較頂尖？

這樣的邏輯令人痛心。以各校招收外籍生、英語授課、SCI、SSCI、AHCI期刊發表，

還有聘任外籍師資數、締結姐妹校等數值做為評鑑高等教育國際化之量化指標，這

樣的評鑑是否有助於高等教育國際化品質的全面提昇？能不能達到「改善現況」的

評鑑功能？

（三）評鑑結果有沒有促進校園國際化的推動？

倘若評鑑結果未能做成積極正面的建議，就不能算是完整的評鑑。以英國的教

育評鑑為例，評鑑的進行由皇家督學負責，而學校必須依據評鑑結果，提出改進之

行動方案，皇家督學再依據該行動方案的執行結果進行學校改進之二度評鑑（Ofsted,

1999）。國內大學的校務評鑑，學校改進與否與評鑑結果關係不大（溫明麗，2005）。

在大學校務評鑑報告書中，評鑑委員們對各大學推展國際化的建議事項，與學校提

供的書面說明，二者似乎是兩條平行線，各自表述而沒有交集－例如評鑑委員建議

某大學「與國外大學進行互訪，但作為一所創意型大學，似應先與本地大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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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求國際化之落實」，學校為此提出與國內大學交流頻繁的書面說明，洋洋灑灑補了

十數頁，總計數以千筆國內的研究計畫、學生校際活動、教師國內進修及演講等做

為佐證資料，證明並非未與本地大學進行交流。

評鑑委員的用意，與學校的認知落差，應回歸到評鑑指標的內容。評鑑委員將

「先與本地大學交流」列為對該大學「國際化程度」評鑑結果的建議，但在評鑑之

前，各校依據國際化評鑑指標內容準備與整理資料，不太可能將「與本地大學交流」

的資料列入。評鑑委員在評鑑後，針對未達評鑑指標的部份提出建議，對學校執行

面而言，方具有積極正面的功能，也才有助於未來校園國際化的改善。否則評鑑指

標與結果建議若失去了焦距，雙方各有立場，對大學國際化，是否具有促進意義？

為了因應全球化的衝擊，我國政府希望能藉由評鑑，幫助各大學了解本身國際

化的現況，進而自我定位，發展自我特色，建立未來發展方向，以期全面提升國內

高等教育之品質，打造頂尖大學，孕育各大學成為國際一流學府（教育部，2004）。

然而這些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評鑑指標，對照後來公布的評鑑結果，「量化績效」的評

比顯然甚於「品質提昇」的建議。

二、以競值架構分析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績效與品質

我國大學校務評鑑之國際化程度，包含質性與量化評鑑指標，建構之取向，顯

然在「績效」之著墨，甚於「品質」之衡量。績效的評鑑，屬於理性目標模式，講

求的除了組織之生產力和效率，還有計畫目標設定之達成。Kinght（2003）指出，

國際化是整合國際的、不同文化的、或全球的面向於高等教育之目的、功能或傳輸

的過程，並非只是一連串的活動，它是一種持續的、未來導向的、多面向的、科際

的、領導驅動的觀點，包含許多利益關係人有效地改變組織內部的動態，以妥善的

回應與適應日益多元、全球焦點、與始終變遷的外部環境（Ellingboe, 1998）。簡言

之，如圖 1 所示，績效與品質之間，並不是非此即彼（either/or）、相互排斥的關係，

而是兼容並蓄（both/and）、共生共榮的關聯。進言之，「績效」是包含於「品質」中

之一個向度，要提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品質，不能無視績效的存在，但績效也不能

全然代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品質。

就「教師發表於國際期刊 SCI、SSCI、EI 之論文篇數」之量化指標言，各大學

欲使學術國際化之評鑑成績名列前茅，必然設法進用發表這些論文的教師，並針對

這些論文的發表給予最大的鼓勵，至若其他的學術表現，則被誤導為成就和價值較

低（黃政傑，2003），這種只為提高「研究績效」的訴求，難免有矯枉過正之虞─績

效與品質二者，畢竟無法全然劃上等號。但誠如管中閔（2003，頁 3）所言：「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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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武俠小說，常提到華山論劍，從學術國際化的角度來看，重點不是華山，而

是在論劍，在更開放的討論。當然可以把自己關在少林寺、華山裡頭自己論，但更

好的是走出去和其他人一起論。」SSCI 除了是把學術發表的論文用量化形式整理呈

現外，它可以視作學術國際化的指標，但卻跟學術卓越、學術進步在事實上無關。

華山是論劍的平台，而國際化的量化績效，只是彰顯國際化教育品質的表徵之

一，但不能凌駕於品質的追求，否則傾注大量資源於少數學生（無論是把外籍生帶

進來，或把國內生送出去），在國際化指標上爭取那 0.01 個百分點的微幅提昇，卻

往往忽 略 了 校 園 中 絶 大 多 數 國 內 師 生 「在地的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

再以「全校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之比例」、「全校學生通過中級英文檢定等級考

試之比例」之指標為例，儒家思想的中國社會，許多在地學者對「外國人」抱持著

戒慎恐懼的態度，視其所見，為一種西方文化與教育意識型態和價值的侵略（Peter

& Allan, 2000）─中國教育在強烈的傳統情感支配下，對外來知識有著高度的警惕，

而這種意識型態的衝突（ideological conflict），往往為國際化製造了一個非常難解的

問題（Yang , 2002）。

誠如香港中文大學馬傑偉教授（2005）所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在一起探討、

學習，可以刺激思辨，促進交流。英語作為溝通工具，起初不習慣，加點努力、忍

耐、包容，對大學程度的學習而言，語文障礙是有，但不是一幅不能跨越的圍牆，

更不單單是所謂後殖民社會的壓迫工具。」我們防備英語潛在「西化」的操控與宰

制，不等於就要全然否定提昇英語能力、全英語授課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功能與價

值，重點應在於：哪些科系的學生英語能力該提升，而未能達到要求的學生要如何

補救，以及哪些科目適合用全英語上課－這些考量背後的目標，應不只是數字所呈

現出來的「績效」，而是聚焦於國際化教育的「品質」。

存有避免被文化殖民的先見，進而思考如何藉著此國際語言之推展，確立本土

的地位與特性，反而有助於整體教育品質的提昇。世界級優質的高等教育，必須有

「生產力與目標」的績效，才有機會增加能見度，站上國際的舞台，而「生產力與

目標」的提升，還需要「外部資源的取得、因應環境變遷所作的調適」、「人力資源

的整合、成員共識的凝聚」、「內部歷程的協調溝通、穩定的控制」等向度（見圖 1）

四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才能提昇國際化教育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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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啟示

台大校長李嗣涔認為，二十一世紀屬於知識經濟的時代，身處地小人稠、資源

貧乏的台灣，高級人才之培育是我國躍升國際最重要且強大的資產，是以政府繼世

界先進國家如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政府專款協助重點大學發展之後，亦提出五

年五百億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希望在五年內至少打造出一所大學進入世界前

百大之列（教育部，2006），而大學校務評鑑之結果，自然也成為政府分配補助經費

的依據。國際化評鑑指標在無形中，也成為引導國內大學「邁向國際化」的方向。

誠如 Pounder（2000）所言，高等教育機構本身的自我評鑑被認為是一項重要

的品質保證機制，也是高等教育機構建立潛能過程之核心，然而在評鑑指標的確立

上，卻常忽略了全面性之考量。

競值架構的理論，除了有助於分析、診斷國際化評鑑指標之取向是否具全面性

外，就開放系統與內部歷程模式，人際關係與理性目標模式，在彈性與控制向度間

互相競值的現象，也揭示高等教育機構兼容並蓄、過猶不及與動態平衡的意含，有

助於品質之全面提昇，對於未來高等教育國際化評鑑指標之建構，亦具有深遠的啟

示：

一、建構品質與績效兼具的指標，才能有效引導高等教育國際化

出國留學的學生數、來台留學的外籍學生數固然是國際化具體的量化指標，但

相對於國內的學生而言，更需要在課程上、心態上、視野上有效提昇國際化，此即

「在地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at home）的觀點，績效只是觸媒，國際化教育

品質的全面提昇，才是最終的目的。因此未來在國際化指標之建構上，不能只關注

外部資源的取得，過度強調洞見、創新與變革，而對內部歷程配套措施的適用性無

所覺察；相對的，為了提昇國際化，內部各項要求與訂定的制度，亦不能無視於外

在環境的變遷，固著嚴厲而失去彈性；面對國際化的世界潮流，不能為了維持人際

關係的和諧，因循組織慣性而不事生產（no productivity），沒有目標；但在強調國

際化的績效與目標時，也需顧慮組織成員的感受與看法，不應無止境的擴張，讓人

員因過度耗竭心生倦怠，或因不願認同而呈現抗拒變革的心態。換言之，系統開放

因應與內部規章制度，需內外兼顧，才能具體落實；績效目標設定與學術社群之人

際關係，需互為表裡，先對國際化之覺知有所認同，才能激發動機；有了動機，方

能全力以赴。各向度看似兩兩對立的本質（oppositional nature），同時並存於指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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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能、也是必須的，因為所有的面向，都是高等教育國際化「品質」面向的一環，

建構內外環境並重，彈性與控制兼顧的國際化評鑑指標，才能確保高等教育的品質，

引導大學邁向國際化。

二、過猶不及的指標追求，將導致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阻礙

孫瑞霙（2002）指出，學校管理者應在一組相互矛盾的正向價值中取得均衡，

避免盲目追求單一價值，而產生負向的效應，當兩種對立的價值截然劃分，而其中

之一受到過度重視時，管理者擅長的角色便會轉變成組織的負債而非資產。

依據圖 1所示，競值架構之四個模式，過度強化或漠視，都有違均衡發展，過

猶不及的結果，都可能落入負向區（如圖 2）：

忽視開放系統、人際關係、內部歷程、理性目標模式，「以不變應萬變」之組織

慣性心態，合理化了不佳之國際化程度，將使國際化組織效能更趨萎縮，校園更趨

封閉（見圖 2 之負向區Ａ）。

而過於極化，一心為國際化而國際化，則易讓國際化的方向模糊了焦點，超越

正向區的後果是，仍然進入負向區（見圖 2 之負向區Ｂ）─過度「開放系統」，散盡

資源利誘外籍生來台就學、有名無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將形成無視組織條件與

規章制度的「無政府狀態」；一再強調「人際關係」之和諧，對教師研究與學生學習

毫無要求，將造成鬆散的「鄉村俱樂部」；「內部歷程」嚴格的監控與管制，不管學

生素質與能力，訂定通過英檢的條款，一再增加全英語授課科目，只會製造「國際

化程度」的假相，讓校園淪為「冷酷科層體制」的附庸；著眼「理性目標」，控管研

究成果產出的數量，教師專業等同於學術勞力，學術「店」堂與「疲於奔命的競技

場」何異？

因此，在評鑑指標之建構上，應避免使用同一指標，評量不同類型大學，而產

生不公平（楊國賜，2005）的現象，依各校不同的開放系統、組織內部歷程，如資

源獲取與發展特色，彈性調整國際化指標之內容與標準，才能真正幫助每一所大學，

依據自己的進程，逐步提昇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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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競值架構之正向區與負向區

資料來源：Beyond Rational Management: Mastering the Paradoxes and Competing Demands of

High Performance (p.70), by R.E. Quinn, 1988,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三、敏察各向度的移動，保持高等教育國際化評鑑指標建構的動

態平衡

高等教育國際化之指標，必須包含各個向度間，無所偏廢，才能在「品質」面

向維持所謂的動態平衡（dynamic balance）（Quinn, 1988）。建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

指標，不只應重視績效數量的提升，更重要的，在於競值架構四個象限（即開放系

統、人際關係、內部歷程、理性目標）之平衡，無論是決策者、指標建構者、評鑑

者，都應敏察各向度的指標均衡發展，才能真正達到大學校務評鑑的功能與目的。

我國大學校務評鑑是否為「真評鑑」之問題，在學界引起諸多探討。而「國際

化程度」之指標，在評鑑之目的與評鑑之功能上，仍有提昇的空間。所謂真評鑑，

不能流於「為評鑑而評鑑」，應該朝向「為改進而評鑑」，同理，高等教育國際化不

能盲目的「為增加績效而國際化」，而應「為提昇品質而國際化」。透過競值架構之

分析，可釐清國際化評鑑「品質」與「績效」二者之關係，指標之建構，應具有維

正向區

負向區
Ａ

負向區Ｂ 無政府狀態

(the tumultuous anarchy)

鄉村俱樂部
(the irresponsible
country club)

冷酷的科層體制
(the frozen bureaucracy)

疲於奔命的工作場所
(the oppressive sweat shop)



16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第三期

持動態平衡、從傳統「非此即彼」的對立觀點，進而提昇到「兼容並蓄」的競值思

維。建構全面性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指標，不僅有助於各校的定位與國際化品質的提

昇，彰顯高等教育國際化評鑑的功能，也才能真正引導我國的高等教育，逐步邁向

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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